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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中日忌讳文化的差异

桑 凤 平
(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,重庆市400044)

摘 要:由于受自然地理、生活习惯、文化意识及民族心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,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形成

了各具特色的忌讳文化。围绕中日两国在语言、观念、行为三方面忌讳文化的差异表现,探究其内在的根源,把

握中日忌讳文化的相互渗透、影响及互补、互动的趋势,借鉴合理的忌讳文化,从而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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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文明的忌讳文化已成为各民族文明进步的自觉和标志。研究中日两国各具特色的忌讳文化,
有助于对两国文化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,并从中找到平衡,相助并长,有效地寻求社会发展、变化的规

律,更好地实现两国积极沟通的愿望,达成国际大融合的目标,以期推进两国社会的稳定、和谐与发展。
所谓“忌讳”是指基于生活习惯、价值观念或个人心理等因素,对某些语言或举止产生顾虑、忌惮、规

避,积久形成防范或禁止之习,或是对某些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言行表示警戒和避让。
忌讳文化包括语言行为特点、思想道德约束和法律法规制约三个层次。语言行为特点,是指生活层

面的习惯、规范,如夜间不能高声喧哗等;思想道德约束是指基于理性共同规范,如公共场合不能随地吐

痰等;法律法规制约是指国家层面强制约束,如不能虐待他人等。本文只局限在第一个层面,即对生活

层面的习惯、规范现象的研究,立足于从一个侧面表现两个民族的生活特性、文化内涵及价值观念等。

一、中日忌讳文化差异的表现

(一)语言交流中的忌讳差异

1.数字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忌讳使用的两个数字分别是“4”和“9”。日语中的数

字“4”的发音与“死”的发音相谐;而数字“9”的发音与日语“苦”的发音相谐。因此,这两个数字被视为不

吉利的数字[1]。在宾馆或办公楼等建筑物的电梯及楼层上往往没有4层,直接从3层升至5层。若商

家出售的房子有4层也会无人问津。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没有特别忌讳使用的数字,尽管从发音

上判断中国也有不喜欢4的表现,但远没到讳莫如深的地步。倒是在相声中有将“4”的音乐音“发”视为

与发财的“发”谐音的说法。数字“13”、“250”会使人与愚笨、傻的形象联想到一起,却也远不及日本人对

“4”和“9”的规避程度。而“9”则是中国人的吉利数字,因为从《易经》开始,“9”就是至尊的标志,长期以

来“9”会给人以“长久”、“永久”的口彩感受。

2.称呼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中的年长者忌讳被外人按辈分、年龄称呼为“爷爷、奶奶、叔叔、阿
姨”等。通常只使用先生、女士、小姐等称呼。遇到不清楚对方姓名的场合,日本人也会巧妙地运用旁敲

侧击的方式进入交流的主题。通常情况下,日本的“老”是年迈、体弱、多病的标志,是需要他人照顾的对

象[1]。而中国的老年人若不被晚辈称呼为“爷爷、奶奶”之类,反倒有种被蔑视的不安。在社会生活中,
被称为“老××”,甚至“××老”几乎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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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态度上的忌讳表现 在日常交往中,日本人多是采取附和、暧昧的态度,一般不轻易拒绝或否定

他人。即使有些事情根本不可能或没有讨论的余地,也会尽量顾及对方的面子,不扫对方的兴。人们对

这种空头支票式的态度毫不在意,倒是在无形中起到了一种关系黏合剂的作用,利于增进人们的沟通。
而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,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则远比日本人鲜明得多。行则已,不行则罢。一般情况下,
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小心翼翼地揣摩对方对自己的态度。中国人在处事态度上显得直截了当,简单明了。

4.内在评价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一般不喜欢主动夸赞自己的家人和自己,苛求家人和自己的不

足倒是常有之事。人们对自己家人以外的人一般是不吝夸赞,从对方的容貌、服饰到工作、家庭都可以

不厌其烦地夸赞[1]。而在中国情况则大相径庭。一个充满和睦温馨的、亲情融融的家庭氛围,往往是通

过夸赞自己家人的做法来体现的。尤其对于还在读书阶段的孩子,家长更是不吝使用表扬和鼓励的语

言。中国的教育理念提倡“好孩子是被夸出来的”。

5.沟通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在人际交往中通常具备较强的距离意识,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,忌
讳直言不讳地袒露心声。日本人有着日本文化背景下的“以心传心”的良好感性特征,揣度他人心理的

思维模式尤其突出。云里雾里,不让外人了然[1]。而中国人则多倾向于直言不讳,叫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

尽”,特别是在熟人之间更是喜欢将自己心中的不快和不满和盘托出,以发泄和排解消极的情绪,达到放

松、释然的目的,追求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常戚戚”的境界。
(二)价值观上的忌讳差异

1.消费行为上的忌讳表现 在日本人的价值观念中,人们普遍鄙视铺张浪费的行为。觥筹交错、
剩余浪费的情景在宴请宾朋时几乎见不到,“定食”(份饭)的就餐习惯既兼顾了营养,又做到了体面、节
俭。但在中国的餐厅里,宴请宾朋时,餐桌上剩余饭菜、铺张浪费的现象却司空见惯。中国人的观念中,
面子大于一切。有时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。宴请朋友时,若风卷残云地将饭菜吃净,则会陷主人于窘迫,
为了面子上过得去,非要剩下一些食物在桌子上,方显主人的慷慨、盛情,体现“富富有余”。除非是自家

人在饭店聚餐,一般情况下很少“吃不了兜着走”,特别是在年轻人中,勤俭节约的意识更是淡薄。

2.借贷行为上的忌讳表现 在日本借钱是一件大事。由于日本人的距离感,使其不愿给他人添麻

烦的意识趋强,即“万事不求人”。即使遇到经济拮据的情况,也很少会向他人开口借钱,哪怕是关系要

好的朋友之间也是如此。日本人中常有的一句话是“我能为你做什么”。中国人在观念上也倡导“自
立”,但在遇到个人经济危机时,往往聚众人力量为己办事,一般首先会想到向亲戚、朋友借钱,如购房、
买车等,甚至有“多多益善”的欲望,以显示个人在社会或家庭中的感召力。为未能如期偿还而闹得不快

甚至反目为仇走向法庭的事例屡见不鲜,这在年轻一代中尤为突出。

3.工作态度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以忙为荣,中国人以闲为好。日本的公司职员,通常情况下,即
使没有公务应酬,也往往会邀上同事、朋友三五成群地出没于饭店、娱乐场所,直至深夜才尽兴而归。
“深夜归宅”在日本人看来是拼命工作的敬业精神的体现。孩子与父亲一周不谋面的情况屡见不鲜[1]。
中国人注重简约、效率,主张“八小时内完成”,甚至推崇“四两拨千斤”、“化繁就简”。中国的上班族不存

在下班后直接回家难为情的问题,不直接回家才不正常。只是随着人际交往的频繁,人们的接待、应酬

多了起来,现在也有人下班后不直接回家。但多数不是因为工作而加班,而是生活多彩化使然。

4.个性表达上的忌讳表现 日本人在相互交往中,注意细心地观察周围人的情况,尽量埋藏个人

的特殊想法,刻意营造和维持安定祥和的氛围,没有人愿意打破团队的惯例,一般都忌讳突出个性。在

工作岗位上,忙忙碌碌的“埋头苦干型”往往是“忠诚”公司的精神化身,人们喜欢按部就班、步调一致。
而在中国恰恰会被抨击为“人云亦云”、“随波逐流”,只有那些不甘于现状,喜欢别出心裁,突出个性,拥
有创意的“点子型”者很受欢迎,被视为有能力、有才干、不同寻常者,往往会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晋升、提
拔的机会,成为周围人的核心和主心骨。

5.服从意识上的忌讳表现 个人的意志就是对价值的判断。同样是科层体制的国家,中日两国的

个人意志在权威面前却差异颇大,这甚至影响到价值判断。在服从权威方面,日本人对顶头上司有顶礼

膜拜之虞,可谓泯灭了个性而服从权威。在日本人眼中,领导的意志就是一切,下级一般不敢提出异议,
更不敢违抗。似乎只有义务而不讲权力。有时明知领导的决策不正确,却违心服从而造成不良后果的



例子不胜枚举。在上司面前,日语中的“はい”(对,是的,好的等)一词使用的频率从来都是居高不下。
中国人的观念中虽也有尊重领导的意识,却远不及日本人那样在上司面前丧失自尊的绝对“服从”。

(三)行为上的忌讳差异

1.在表达方式上的表现 日本人惧怕掉队的意识突出,一个脱离了集体的个体是无法立足的。日

语中有句谚语叫“出る杭は叩かれる”(枪打出头鸟),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。此种心理造就了日本人的

团队意识。中国人惧怕随大溜,往往崇尚独树一帜、别出心裁,追求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,推崇单打独斗,
强调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。日本人以齐步走为好,中国人则以个性化为上。

2.对环境态度上的表现 日本人在退还租房时,忌讳将肮脏的屋子交给房东[1]。通常会将房间打扫

干净后离开,似乎不是为离开者着想,而是为居住者准备。这一点在中国人的习惯观念中是难以理解的。
中国人在退出租房前,一般是不会为下一个租房者考虑的,也不会为其居住的环境好坏有什么歉疚感。

3.在社会礼仪上的表现 日本人一般很在意个人在公共场合的形象问题,其文雅的举止和得体的

服饰等,关乎一个人修养、文化及品位的美誉度,人们不会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[1]。但相比之下,中国人

有时不太注意自己在商场、公交车上等公共场所的形象,时常出现高声说笑、接听电话等无所顾忌的举

止。日本人对这种落拓不羁、豪放有余的举止会投来疑惑不解的目光。

4.在“面子”问题上的表现 中国人注重自己的面子,日本人则顾及他人的面子。在日本,商家即

使收到顾客手中可疑的钱币,也忌惮当着顾客的面查验的做法。即使要检验真伪,也会设法远离顾客的

视线,唯恐令“上帝”不快[1]。中国的商家,一般不在意顾客的面子及其感受,在收到大额钞票时,会理直

气壮地当着顾客的面反复查验真假。

5.在团队行为上的表现 一旦来到陌生的地方时,日本人的做法是首先搜集当地各种信息,如生

活、工作等方面的信息,并不遗余力地分析、分类和说明,这不仅是为自己,也为后来到的同胞提供参考。
他们十分害怕远离主流,把为同胞提供支持和帮助当作义务,因而有种纵向的“归属感”。而中国人的这

种抱团意识却相对淡薄。中国人往往享受孤独,往往提倡“自我奋斗”、“从头再来”。不太在意“前任”的
馈赠,也不太留意“后任”的感受。

二、中日忌讳文化差异的根源

(一)发展阶段差异的影响

本质上中国是农业国,农民的生活习惯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。自给自足的生产、生活方式,养成了

优越的自我意识,见了客人尤其熟人便会不计场合地夸夸其谈,甚至先声夺人。因为自给自足的结果是

万事不求人,进而形成了自信有余的性格。中国人可以向朋友敞开心扉,袒露心声,以排解心中的不快。
日本则长期处于渔猎生活状态,生活交往频繁,尤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,构成了谨慎的价值认同。日本

人处处小心谨慎,像狩猎捕鱼一般地察言观色和待人处事,一事当前难得作出直截了当的表态,从而形

成了最具有日本特色的委婉、暧昧的表达方式。有时,往往因为过分的瞻前顾后而令人产生误解[2]。
农民生活方式形成了个人落拓不羁的豪放性格。中国农民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艰苦劳作中度过

的,仅有为数不多的可供开怀畅饮的日子,既是对辛苦耕耘生活的补偿,也是对生活压力的发泄。在匮乏

的经济条件下便产生了酒桌上相互谦让、轮番劝酒的模式,进而形成了好大喜功的面子观。日本则较早进

入资本主义社会,物质相对较为丰富,进而已不将吃饭、喝酒视为大事,这就少了一些“酒文化”、“食文化”。
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还表现在集中消费、暴饮暴食、一曝十寒的聚餐习惯方面。过于看重吃饭

问题,强调“民以食为天”。劝朋友“一醉方休”与其说是“面子”问题,不如说是“肚子”问题。日本受西方

文化的影响后于中国,但程度深于中国,容易更早更多地接受一些新的饮食结构观念。同时,日本先于

中国实行开放,经济状况的提高使其普遍先富裕起来。这点从日本国民的餐桌文化可略见一斑。即使

聚餐,也鲜有劝酒的习惯,而是各自量力而行,不必为酒量大小讨来尴尬。而在宴请宾朋时,餐桌上也较

之中国要简单节俭许多,往往是实行份饭菜制,量少品种精。“持ち帰り”(吃不了兜着走)的情况司空见

惯。时间和实践都说明愈是经济发达,愈是看淡吃饭的事情,愈是能理性地对待消费。
(二)地理环境差异的影响



中国地大物博的思想观念由来已久,表现为环顾左右、应有尽有,甚至产生为所欲为的自信。农耕

社会使人缺少危机意识,只要风调雨顺,就可生活无忧,甚至敢于奢靡浪费,这是一种民族心理。而日本

的岛国意识深重,自避一隅,四顾茫然[3]。尽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,一个单一民族不但延续了下来,而且

发展和强大了起来,必有其内在的力量。但毕竟生存的危机压力大,对诡异的大海肆虐的天气充满敬

畏,对征兆性的东西格外敏感多疑[4],这就容易产生经验性或归纳性的思维习惯,一些宗教色彩甚至迷

信色彩的观念会自然产生,便有了一些对数字和语言的警示和禁忌。
农耕文明给人的机遇基本相同,各家各户的生产、生活水平也相当,养成了稳定的家庭结构,进而建

立了稳定的社会结构。家族是家庭的放大,从而形成了君臣父子之伦理。尽管从外部看等级鲜明,但内

部还是其乐融融。几代同堂是人们共同的理想,国泰民安是社会的目标。一个人若被称为“爷爷”、“奶
奶”之类,即使不真实,也反映了一种社会认同。其本质上是社会或家庭宝塔顶部的象征。而日本的渔

猎文化有靠运气的企盼,但个人的作用毕竟有限,个人的智慧、体力、意志往往在集体中才能得以发挥。
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在海上有大作为。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战斗力,是一个人被团队接纳的前提。而希望

被人视为年轻的心态本质上就构成了日本人怕掉队的价值追求,这是日本人不服老的民族心理[1]。
中国的农耕文化意识带来靠天吃饭的观念,表现为逻辑性、因果性强,便有心地坦然、从容的态度。

因为中国地大物博,人多势众,自古以来都是首屈一指的强国。自大的心理助长对外缺乏危机感和忧患

意识,中国的文化大多是对内的思考,对人的自我反省。日本人则身居孤岛,民族单一。为图自存,造就

了日本人奋发图强、崇尚集体主义、坚韧不拔的个性[3]。但也正因为如此,近代“舶来品”的西方文化特

质又造成日本的文化缺乏内涵,缺乏包容与博大,缺乏理性的思维和对世界的应有关怀。日本特有的孤

芳自赏的环境,形成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。表现在对工作重视的态度上,下班后忌讳直接回家,
即使无需加班加点,也会制造工作繁忙,在公司受器重的假象。孤岛文化使日本对外交往相对较少,而
日本国内的人际交往频繁,唯恐陷入孤独,表现为团队意识超强。在表达拒绝方面,禁忌直接采用

“NO”的方式,唯恐产生排斥作用。中国基于自给自足的大陆文化,产生了不太顾及他人感觉,而果断

表达取舍的观念。中国天然富足的农耕经济,使得人们能够率性、自信地面对一切,甚至商家不避讳当

着顾客的面检验钞票的真伪。日本人心理上的谦卑、忧患,形成了委曲求全的观念,反映在语言表达方

式上即为喜欢随声附和,以赞扬为主;又表现为处处小心谨慎,注重保护个人隐私,尽可能不给他人添麻

烦[2]。中国式的富有个性、“点子王”之类,在日本人眼中或许只是离群索居的另类象征。
(三)生活方式差异的影响

中国宗法社会的根源是以家庭为单位,而国家则是家庭的放大。日本的渔猎文化模式则是冒险加

机遇。时来运转则有收获,否则便两手空空。日本的内部独立性强,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

形态更突出。中国人对内依赖对外独立,个人在家庭内部可不分你我,大家相对平等,但出门在外则独

立独行,“大路朝天,各走半边”,对他人的信任意识相对较弱。而日本对内独立,对外团队。一个人的作

为是价值所在,人格色彩浓,但必须在集体中才能得以表现。而一旦离开家庭或家族、国家,则相互依

赖,相互支撑。中国人把家视为“港湾”,既是“温暖小窝”,当然趋之若鹜。日本则在家内分工明确,形成

了绝对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的生活模式,男人们下班后忌讳直接回家,本质上是分工使然,是责任使然[5]。
中国农耕文化往往表现为自给自足,自得其乐。演化在社会生活中就是说话做事直截了当,即“钉

是钉,铆是铆”,但内敛不足,甚至在公开场合也大声大气,旁若无人。因为谈笑说话在中国往往被认为

只是形式,是表现,不是内容,也就“不拘小节”了。日本人的渔猎文化则是建立在合作、互助的基础之

上,自立则不成,体现在文化上则为说话让三分、“有理也让人”的谦和。
中国农耕文化重必然性,表现为因果分明,功过分明,只要播种就有收获,遑论好坏,进而有了预期,

有了等待,也有了信心。经济上的“敢借敢还,好借好还”也是信心的表现。日本的渔猎文化是多偶然

性,多机会主义。忧患意识强,危机感就强。不愿意借钱的问题,从另一个角度看亦是缺乏还钱信心的

表现。将住过的房子打扫干净固然是文明之举,但体现了一种唯恐负于他人,给他人带来麻烦的心理。

三、中日忌讳文化互补、互动的发展趋势

首先,对糟粕性忌讳的破禁是人类进步的表现。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对固有的尤其是糟粕性文化



扬弃的过程。中国如此,日本亦如此。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,很难想象中国人穿着长袍马褂上班的样子

与日本人穿着木屐的效果。因为职业装不仅是统一整齐的符号,更是生产规模化、统一化、效率化的表

现,是一种文化上的进步和选择。历史不允许倒退,从忌讳文化上看,凡是束缚人们进步的生活生产方

式,不管其多么“经典”,多么传统,都会水到渠成地被破除。
其次,对合理忌讳文化的借鉴和渗透,是民族间、甚至国家间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。文化无国界,只

要是对人类有益处的,都会被人们相互借鉴。当前,日本正流行汉语热,甚至中国一些自我摒弃的东西

却在日本得以发扬光大。如在中国孩子中并不流行的中国象棋在日本却深受欢迎;中国孩子越来越陌

生的珠算、书法在日本已成为孩子们的必修课,以至于有美国人提出“书法源于中国还是日本”的疑问。
同时,中国以“卡拉OK”为代表的文化活动包间的私密化和分餐制的日益畅行,又体现了浓厚的日本色

彩。毋庸置疑,忌讳文化的影响和渗透,已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。
其三,对文明忌讳文化的建立已成为各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。忌讳作为一种忌惮、防范和规

则,有着文化进步的积极意义。剔除旧的糟粕忌讳表达,借鉴合理的忌讳现象,以及创建全新的忌讳范

畴,是文化的进步,也是社会文明的表现。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一般场合可以不着职业装和礼服,无疑是

礼仪表达的一种进步,这对日本一年四季西装革履的官员形象无疑是一种冲击。文明是建立在务实的

基础之上的,能体现节俭意义的着装要求,应该比过度形式化的着装观更具进步性。中国“五四”以来的

姓氏个性化也较日本的“妇随夫姓”来得进步。当前,日本妇女运动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姓氏个性化,
不能不说是受中国的影响。当然,同样基于节俭美德的崇尚,中国人餐桌文明的出现,着实受到日本分餐

制和“打包制”的影响。日本人在节能方面的精打细算和不厌其烦,对中国人“地大物博”的好大喜功观念

也带来了挑战。目前,中国政府强制性地在建设领域推行保温材料,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理念的进步。
基于忌讳文化的比较研究,可以看出任何民族、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禁忌、防范和规避,将其归纳和

升华就是一种规则,一种文明,甚至是一种“格”。同时,作为文化家族中的成员,忌讳又不是单一、孤独

的现象,其自我发展中应有相互联系、相互影响的要求。对于中日忌讳文化进行比较,不仅为探寻二者

的共性、个性,更希望明辨什么是文明、什么是糟粕的标准。最终目的是于文化交流中弘扬先进文明的

忌讳文化,使之成为社会进步的要素,从而拒绝落后无为的忌讳现象,以共创和谐文明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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